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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中外，铁路在观念和实践上均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铁路在经济层面上是现代

工业化的结晶，在政治层面是现代行政管理改革的试验场，在文化层面是现代观念最有效的传播渠道。

近代中国，铁路的政治性功能因时势转移而发生指向上的变化，即由铁路救国逐步转向将铁路融入

构建以新型政治统一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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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徽芜湖 241000）。

一、铁路与国家政权的形塑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角度而言，铁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推动者，成为经济起飞的基础和经济发展

阶段的主要成长部分。“自埃及金字塔和罗马道路系统以来，铁路是前所未有的浩大事业，而且无可争辩地

远比前二者伟大。”a 在主要西方国家，“创办铁路是起飞阶段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发动力量。……铁路曾经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b 经济功能之外，其政治功能也逐渐被认可，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铁路打破了地区的

差异，促进了国家认同感的产生。美国和欧洲大陆在铁路发展过程中就强调其“把国家绑在一起的前景”。

一位意大利政治家在国家 1861 年统一时说，“铁路会缝合意大利之靴。”日本也将铁路视为社会整合的有力

媒介，协助缔造了国家市场和认同感 c。1872 年，日本第一条铁路通车典礼后中，年轻的明治天皇乘坐首班

火车。这一举动象征性意义在于，“从此，火车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带着中央权威性高调在日本开启。”d 同

时，学者也注意到了铁路作为媒介语言载体构建中央与地方间的新型关系，“国家铁路产业法成为地方政治

活动特别关注的焦点，使地方融入了国家政治。另外，铁路为政治语言提供了共同的情境”。e

西方世界铁路对国家政权的形塑作用，应成为研究中国铁路与政治关系在方法论上的借鉴 f。因有着铁

a		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铁路改变世界》，刘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67 页。

b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62 页。

cde		斯蒂文·J. 埃里克：《汽笛的声音——日本明治时代的铁路与国家》，陈维、乐艳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72、5、73 页。

f		在 19 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的铁路发展经历存在着差异。“英国的铁路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出世的，它们诞生在一个强大富裕的社会里，

不需要政府帮助动员资金。”在欧洲大陆国家，“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国家与 19 世纪铁路网建设的关系提供了政府干预资本主义制度的惊人

事例。”“铁路建造在技术上达到可行的时机和铁路对经济增长的潜在重要性，势必使它成为国家的一项新任务。”“由于铁路有双重刺激作

用——政治战略上和经济上——在新开始工业化国家的铁路发展中，国家担任重要角色。”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3 卷，

王良建等译，工业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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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给西方国家带为全方位变化的标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铁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成为现代化的表征。

其内涵在于，铁路在新型国家政权形塑过程中，作用是全方位的，国家行政架构的转变、技术与新型官僚

体系的重构、产业政策的调整，都不同程度地以铁路为载体，或直接体现在铁路行业中。铁路在现代国家

生成、发展中，既是媒介，也是主角。无论中外，铁路在观念和实践上均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铁

路在经济层面上是现代工业化的结晶，在政治层面是现代行政管理改革的试验场，在文化层面是现代观念

最有效的传播渠道。在近代中国，铁路的政治性功能因时势转移而发生指向上的变化，即由铁路救国逐步

转向将铁路融入构建以新型政治统一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

因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至少有两个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的。其一，传统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对铁路管

理机制的惯性影响，这是建立现代交通行政体系潜在的阻碍因素。早期由地方大员兼任铁路督办大臣，对

建立现代性的铁路管理体系而言是巨大的拖累。督办大臣是地方洋务体制的伴生物，这种体制下的铁路发

展对中央权力的消解远大于一般工业企业。其二，铁路兴筑与外交压力、外国投资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不

仅使铁路一开始成为救国的对立物，而且贷款的担保或抵押方式，直接影响铁路行业管理结构中中央权威

的弱化。铁路在近代中国无疑也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的政治符号，但起初并非作为直接指

向政治上一体化的工具而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而是将体现获得完整铁路产权作为目标，视路权为

国权的救国理念和对外策略。“路亡即国亡”所造成的紧迫感，使铁路功能被定位于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工

具性层面，纯粹具有对外抗争的政治意蕴。当铁路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不断显现之后，伴随着铁路与列强

在华特权关联逐渐弱化，其所蕴含工具性功能逐渐淡化，其经济功能及其管理体制的意义受到更多关注。

从管理层面而言，“统一”显然是一种目标性的价值取向。在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后期，铁路在治国方面

充分体现了“统一”的功能价值。“统一”的价值实际包含双重内涵：一是政治一体化进程中铁路的定位；

二是铁路行业管理的集权化。“统一”无疑成为现代治理体系的基础，体现近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特

征。洞见铁路功能指向的转换，无疑是理解铁路作用于现代中国国家形塑的重要路径。

二、铁路在近代中国的救国性功能

在近代，铁路既是民族危机的主要载体，也是救亡图存的工具。对于这两种角色的扮演，我们都可以

找到充分的证据，还原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展现铁路的政治性功能。然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铁路政

治性功能转换中是否表现出差异性，则是需要加辨别的问题。若存有差异，对其表现形式与内在原因，则

有必要关注和分析其内在机制演进脉络及发展趋向。

若单纯以民族主义作为标杆，对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处理与西方列强关系问题上态度和行为作出一

个定性的评判，是很难做到的，也是没有学术意义的。稽诸史实，两者的政策倾向与行为方式均表现得变

动不居，很难找到一种具有连贯的、持续不变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地方

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不会承认自己与西方列强在铁路问题上的合作是一种背叛国家、损害民族利益的举

动，相反，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

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之下，近代中外铁路交涉，除了体现中外利权博弈之外，还有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暗斗。中央政府常会利用铁路的对外关系、以维护国权为由加强对地方控制。两者的关系又并非单向的，

中央政府也常因铁路借款等问题，受地方政府的指责；同时，地方政府也利用铁路对外关系上反制中央，

获得区域独立性权力。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地方督抚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倾向，其背后却或明或暗

地有着以地方绅商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地方性政治集团的权力诉求。地方督抚的民族主义行为，可能与中

央政府并不完全存在同步性，但其实际效果却有积极的“救国”意义。它既能削弱列强通过铁路所形成的控

制力，又有助于地方大吏维护地方稳定。这种以民族利益和地方利益为指向的政治性行为，成为其融洽与

地方势力关系，谋求他们支持，从而获得更高政治地位的渠道。

民国以后，地方大吏在铁路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姿态表现得虽不如晚清那么醒目，但是，他们每每将铁

路问题视为标榜和树立爱国者形象的载体。如在 1919 年铁路统一案与新银行团问题上，地方大员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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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出反对的声音 a。从民族与国家整体的角度，对铁路在现代主权国家中的地位讨论会更多一些。这种讨

论为实施中央集权制的铁路管理体制提供了舆论与理论的基础，助推了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铁路建设和运

营的进程。

时人倡导所谓交通救国论，基本目标在于，通过构建不受外国控制的铁路网，达到削弱列强对华控制

的目标，进而以铁路作为国防体系的基础，以铁路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舆论导向虽然强调维护国家

总体利益，但是，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铁路网规划和建设中的非经济性因素普遍存在着，铁路作为救国

的工具被赋予过于宽泛的意义，导致其对于“救国”而言效果并不显著。

在近代中国，尽管对于铁路在整合国家政治力量的独特作用早就被关注，各种观点频见于报章之上，

相对而言，孙中山对于铁道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阐释最为充分，也最具有针对性。孙中山认为交通便

利可以增强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融合。“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

连，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

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盖省区之异见既除，各省间不复时常发生隔阂与冲突，则国人

之交际日益密切，各处方言将归消灭。”b 在粤汉铁路全路贯通后，铁路专家凌鸿勋不无感慨地说：“在路没有

全通以前，在广州车站一直听到广东话，因为旅客是广东人，车站的人也是广东人，行车的人也是广东人，

现在路一通，广州车站可以听到好多国语了。”c 作为媒介，形成统一交流语言，消除区域间语言沟通的障

碍，显然是铁路在民族国家构建中作用最为表层的表现。

20 世纪 20 年代，交通界名人叶恭绰的交通救国论颇有影响力，其对铁路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已超越救

国的范畴，而是强调了铁路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基础性作用。“举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实业之

运用，以及一切国家庶政之设施，无一不恃交通为前驱。”类似的评说，频见近代各个阶段。如“国之有铁

道，犹人之有手足也。人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铁道，是为废国。觇国者以铁道线之长短，定国势之

强弱。”d“是以交通发达，挽狂澜于既倒，系国本于苞桑之道，则亦救国危亡之大计也。”e 但也应看到，这类

对铁路赞歌式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救国为基调，只是对救国的内涵进行更为宽泛的解读。

这些对铁路功能带着放大镜进行的表述，主要是基于铁路成为列强侵夺中国国家主权的表现形态这一

判断之上。铁路改变世界的外在效用，固化了近代国人对中外关系的浅层次的认知，即晚清时期的民族危

机与铁路问题有着直接的渊源，铁路成为国家主权的关键性标杆。与列强争夺对铁路的控制权，自然成为

救亡运动的主题，也是构建自主、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环节。城头变换大王旗，当以地方政府为主

导的商办铁路陷于无所作为困境时，中央政府逐渐成为承担铁路控制权的唯一主体，中央与地方轮流担当

了主角。在铁路救国的功能定位上，中央与地方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的利益目标。共通之处在于，倡

导铁路救国，消除狭隘的区域利益导向，保障国家整体性权益。这种趋向逐渐居于主导，地方性利益甚至

成为救国的对立面。

30 年代，凌鸿勋在叶恭绰铁路救国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理性地分析铁路在现代国家中的定

位。他认为，所谓救国诉求，既有对外争取外交上的平等，又有对内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人各一辞，

纷纭已极”，“此数者，皆非赖于交通便利不为功”。f 他认为交通的意义不仅仅体现“经济的势力日益扩

张”，还在于政治的统辖权得以统一与巩固。他引用维也纳大学菲立朴维的观点，强调交通对于“知识之媒

介，理想之传达，政党之组织，集会之盛行，皆发生一定作用，简而言之，交通事业既发达，精神力及政

治力，全部社会作用，皆扩大范围”g。

实际上，在近代的大多数时间内，铁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其原因在于铁路没有

a	�马陵合：《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0 期。

b		孙中山：《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90—491 页。

c		凌鸿勋口述，沈云龙访问，林能士、蓝旭男记录：《凌鸿勋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年 , 第 107 页。

d		涂因泽：《论铁道与国家之关系及建筑时之注意》，《铁道》第１卷第１期。

e		容丙熊：《交通救国论》，《中大学生》1921 年第 10 期。

fg		凌鸿勋：《述交通救国论》，《国闻周报》1925 年第 3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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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显著增加，相反，铁路债务一直是政府财政的重负 a。在国家视野之下，铁路的政治

功用却是一直被高度重视，重视程度超过其他现代经济成分。铁路在经济功能之外，其最为重要的优势在

于：突破行政区划的铁路网，可以最为有效地消除地方主义，可以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无形地

化解地方坐大的可能性。“天高皇帝远”，在飞驰的车轮面前，会逐步丧失其存在的现实空间。

如何使铁路网延伸到独立性比较强的区域，是近代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一直探寻和努力实现的目标。因

铁路建筑期限长，铁路贯通与政治统一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甚至往往会出

现所谓的时间差。在政治上趋于统一的基础上，有些区域的铁路网开始启动，如在半独立西南地方政权瓦

解之后，西南铁路网的建设受到中央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只是受制于各种因素，这种以加强国家一体化为

目标的区域性铁路网难以在短期内变成现实。至少在统一西南过程中，铁路只是并不重要的伴生物；西南

铁路的发展，在近代与抗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湘桂、滇缅、叙昆铁路均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中央与地方

合力建设的。相比较而言，现有铁路在消除与中央政府敌对的地方势力时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体现出铁

路对于国家统一的直接效用。福建事变的平息，就是有赖于铁路快速输送军队。“吾人试溯民国二十三上冬

天的闽变，和去年夏天的两广异动，由于杭江铁路的畅运和粤汉铁路的接轨，都能使变乱在很短的时间内

解决。此固政治手段功绩占一半，而交通便捷的功绩也占一半。”b

“九一八”事变后，加紧进行铁路备战受到高度关注。有人在 1934 年撰文指出，中国“应即利用铁道为

补救缺乏军港之利器”，“多筑军事铁道，以资应付”c。面对战争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启动规模庞大的铁路

建设工程，其主角自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难有话语权，它们甚至要放弃地方利益，让位于国防安全和

防御外敌这些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近代国人对铁路的政治性功用的认识几乎毫无争议地首先集中在军

事上。交通运输决定着战争期间国家动员的速度和效率，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铁路自然成为战时

最重要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不啻为陆行之舰队”d，“盖铁路运输速率高，行程远，而载重之能力尤在其

他各种交通工具之上，此在以往现代交通战争中，无不以铁路动员之快慢为决胜之要素”。e

1934 年，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德国人冯·塞克特（Hans Van Seeckt）就曾提出忠告，应将“发展具有战

略性的交通系统”作为“当前首要任务”f。1936 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着眼于战时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调运，

加快军事运输体体系的建设，并将此作为备战的主要内容。在铁路方面，津浦、京沪、沪杭甬、浙赣、陇

海、平汉、粤汉等重要铁路，共计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达 200 公里，极大地方便了军车的停靠和各种

重型武器的装卸，提高铁路的军事运输能力。同时，各铁路干线都储备了可供使用一年以上的铁路器材和

燃料，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 g。

1936 年，国民政府专门制定了“国防交通建设计划”，提出要在 1937 年至 1940 年修建完成一批新的

铁路干线。1937 年 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年铁道计划”，力争用五年时间修筑包括东南铁

道网、西南铁道网、西北铁道网在内总共 8 139 公里的铁路，新路修筑“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

则，使成为全国交通干线”，“使边陲僻远之区，获与腹地脉络相通”。此后，铁路备战得以加速进行 h。

但是，铁路网构建在国防上的实际功用如何，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甚至要洞见国防旗号背后

a		马陵合：《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02—113 页。

b		周天固：《交通建设与统一救国》，《申报月刊》第２卷第６期。

c		葛东藩：《铁道在国防上之重要》，《铁道》1934 年第 4 期。

d		梁秉熙：《中国之铁道交通事业》，《工程季刊》1936 年第 3 期。

e		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年，第 20 页。

fg		陈谦平：《试论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张宪文主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年，

�������第 526、525 页。

h		张嘉璈：《十年来的中国铁道建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年，第 271、278、280、272—277 页。

关于国民政府的铁路备战的研究，可参见李占才、张劲：《超载�抗战与交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论文主要有陈谦平：《试

论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张宪文主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520—532 页；杨斌：《张嘉璈与抗战前铁

路建设》，《民国档案》1991 年第 4 期；李占才：《铁路抗战准备工作与徐州会战中的铁路运输》，《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2 期；李占才：《张嘉璈与抗战交通》，《民国档案》1996 年第 1 期；王卫星：《铁路建设与中国的抗战准备》，《安徽史学》1997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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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目标和用意。往往号称利于统一、利于国防的铁路线，其规划、建设进程背后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影

响因素，甚至会产生与统一、国防目标相背的效果。1935 年，天津《益世报》曾有这样的的社论，称“政府

方面以本年为铁路年”。张嘉璈南下筹划西南铁路，更言明是为了国防，是为了“整个的国家利害”a。对于

这种所谓铁路救国，骆耕漠不无讽刺道出了其中的隐含意味。张嘉璈南下处理粤汉广九接轨问题和修筑川

黔、湘桂铁路，虽然以巩固国防相标榜，事实上，受益的首先是英国，“因为西南铁路网的完成，确是大英

帝国在香港的国际防线的延长”。究其结果而言，“一方固然是为了促使中英两国经济更趋密切，同时也是

为了南北政局更能统一。广东当局力加反对，自然也不仅为了广州一市的花捐，同时也是为了还有更大的

戒备。从这里我们所看到也不是巩固国防，而是巩固省防或是团防”。b 他甚至有些武断地认为，“目下以建

设铁路来巩固国防，不仅不可能，而且是自杀。”c可能他的评论有着特定的背景和指向，却给我们深入探讨

铁路与政治之间关系留了思考的空间。救国的时代主题，赋予了铁路更多的政治意蕴。不过，对铁路在政

治价值的判断，又不能仅停留在时人的议论和中央政府一次又一次的雄心勃勃的铁路规划上，需挖掘深潜

其中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涵，更为准确地还原历史真相。铁路与政治，铁路与救国，这类具有联想性的

价值判断，提醒我们进行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时，要有高度的学术敏感和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也需要

研究者警示自己，铁路史研究中种种延展性的学术问题，只是体现一种学术思考的方向，并不代表具体的

研究结论，更不能无边界地放大和抬高研究主题。回归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视野下，对铁路所涉及的

历史真象与历史价值，尚有漫长的探索之路，它就像近代以来中国转型之路一样悠长。

三、铁路的治国功能的生成与演进

相对而言，政治一体化进程中的铁路定位或许更为学者所关注。但是，常常偏向于将铁路视为政治统

一的工具，并没有将现代交通体系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纳入到近代中国政权结构之中进行综合考察。铁路

作为现代产业部门的一种，而且呈现出其独特性的一面。同为现代交通的公路、航运部门，并没有建立统

一、集权化的管理体系。显然，铁路部门在统一名目下的集权化倾向，并不是现代交通业的一致性的目标。

因而，我们在讨论铁路与统一问题时，应基于更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上，方能解析铁路统一的特殊含义。

近代以来，中国的联邦制政体并没有成为政体的主流，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均表现出单一制的政

治形态。与传统政治不同，均权政制成为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轴。近代中国的均权制，并非指中

央行政组织与地方行政组织的权力保持平衡，而是偏于集权，同时兼及分权的行政组织体制。其基本特征

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地方分权。在此原则下，根据事权的性质进行权限的划分，“权之

分配，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之中央也，权之宜属于地

方者属于地方也”，并维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也证明，在实行单一制政体和强化中央权力的前提下，实施均权制被视

为一种较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制。清末从督抚专权到外官官制改革，就蕴含了均权理念。进入民国以后，

孙中山的均权主义思想成为不同阶段国民政府进行政制调整的指导方针。他曾指出：“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

一个是自由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的这两个力量，正如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

政治里头的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自由与专制这两个力量不要各走极端，像

物理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因此，“权之分配，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

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之中央也，权之宜属于地方者属于地方也。”均权主义所均之权，是指国家的

各项管理权而非主权，是治权而非政权。孙中山所说的均权并非平均，而是以事务的性质为标准，对中央

与地方权限者合理分配。“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d凡是有关地方局部利益之事务，应划

归地方政府管辖。权力的划分，应以不损害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不妨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宏观控制为原

abc		骆耕漠：《论铁路建设与巩固国防》，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 3 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 年，第 310、306、208—309 页。

d		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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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a。

问题的关键是，铁路部门在行政权力划分中，应居于怎样的位置？是偏向集权，还是偏向分权？民初，

孙中山在设计集权与分配相配合的行政体制时，对于是否建立高度统一的铁路管理制度并没有作出明确的

表态。1912 年 1 月，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言中，他曾这样表述：“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

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

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日内治之统一。”b 1913 年 4 月，孙中山在《国民党政见宣

言》中，并没有很清晰地将铁路事务纳入中央的治权范围。“若军政、若国家财政、若外交、若司法行政、

若矿业行政，若拓植行政，若国家工程等，宜为中央各部所直辖，或于各省特立机关掌之，地方官不复过

问。”c显然，这一政纲强调了地方政府不必介入铁路这类“国家工程”基本原则，对于如何建立不同类型产

业行政管理体系，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制度设计。在其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交通部之外，另组铁路总公司，

形成了与中央产业行政体系的并行的全国性铁路企业。从体制而言，铁路总公司为筹办全国铁路总机关，

这本身就与交通部的管理权限有冲突。1913 年 3 月 18 日，孙中山拟定铁路总公司条例九条呈交北京政府，

交通部认为该条例赋予总公司所辖职权太大，会侵夺其路政权力。铁路总公司“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

经签押或载在草约成案上应筑之路，属交通部直接办理，暨政府已批准他公司承办之路仍归他公司办理外，

所有全国各干线，总公司得全权办理”。交通部对条例进行修改，要求铁路总公司“指定各干线时，须先协

商政府，经其认可”，并规定“本条例如有重大窒碍时，得由政府协商总公司或由总公司陈请政府提议，经

国会议决修正之”d。铁路总公司所谓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是指“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

宜，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明政府批准。”后孙拟定公司条例九条，后经参议院修改为十三条，

“于侵越交通部职权各条，均予以修正。国民党大哗”e。这样，就使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权限受到限制与削弱，

保证了交通部作为全国最高交通行政机关的地位。在总公司成立之初，孙中山希望能得到各省的支持。公

司虽由“政府授予全权，尚赖各省声应乞求，同心共济”。“交通未便之处，犹不免迷信风水之陋习，应请

各省剀切劝导，使知铁路为国家及人民莫大之利益，亦即民国自救唯一之政策。”f 7 月 23 日，因二次革命

之故，北洋政府撤消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昙花一现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显然与晚清盛宣怀主持的铁路总公司

在管理体制上有着明显差异，它与地方官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直属于中央政府，又与交通部似没有隶属

关系，系平行关系。

回溯民国时期产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中央对铁路行使越来越全面的管理权，对于

其他类型交通企业的集权化程度则远不如铁路。这使得地方政府对铁路之外其他类型交通企业拥有相当直

接的管理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的建设厅一般都掌有本地公路的管理权。公路管理权有下移趋势，铁

路则越来越趋于集中。

铁路管理体制实行中央专管制度，与近代国人对铁路的认知有密切关系。近代铁路是与列强对华实施

势力范围政策相伴而生，也是洋务运动时期工业化推进的产物，因而，一直以来，铁路具有不同于其他类

型交通企业的产业属性，具有国防与外交意义，自然被视为政府权力系统的构成部分。投资主体与管理体

制上，不同一般意义的洋务企业，因而，铁路因其在其初始形态上就明显表现政企不分的企业组织制度，

铁路部门或多或少地具有行政机关的特性。铁路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空间上的排他性更为突出。其拥有

大量土地，拥有相对独立的警察系统，并建立较为系统的教育、医疗体系 g，这是其他交通企业不具备的。

a		傅明贤主编：《行政组织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33 页。

b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 页。

c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85 页。

d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8 辑，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88 页。

e		关赓麟：《中国铁路史讲义》，上海：交通大学，1920 年，第 54 页。

f		通告各省都督议会电，1912 年 10 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39 页。

g		关于铁路教育系统的专著和论文颇多，系统性的著作是张毅、易紫：《中国铁路教育的诞生和发展（1871—1949）》（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1996 年）。铁路医疗体系的研究则可参见黄华平：《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史研究（1876—1949）》，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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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需要在企业运营的功能之外，还附带拥有对铁路沿线区域和站点周围的部分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

在 1928 年全国交通会议上，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局长曾抱怨地方警察侵越铁路局的行政管理权。“铁路系交

通事业，路局为国家机关，责任既重，事权宜权，以路界范围以内之土地权、警察权，均由路局自行处理，

所有铁路沿线各省之地方机关，对于路产路务，向不加以干涉。”他指出，路界以内归铁路巡警任之，路界

以外则由地方巡警任之 a。就此而言，铁路企业无疑兼具部分行政管理功能。这种行政化的权力，与地方政

府的行政管辖权存在着交叉和冲突，需要中央政府赋予其清晰的独立行政权力。因而有学者认为，“一般国

营交通事业机构，因行政上之便利，与技术上之需要，往往赋予公法上之行政权力，代表国家为一部分之

意志。”b

在近代政治体制变革过程中，铁路企业并没有被赋予完整的行政化权力，或者说它始终没有被完全纳

入国家行政权力体系之中，至少在管辖空间上，铁路企业并不具备独占性。铁路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行使行

政管辖权时有着微妙的关系，存在着权力交叉现象，这也导致地方行政机关对铁路所经区域进行行政管理

的可能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属于国家，是被一元化了的，有排他性的权限。从法理上而言，地方政府

并不具有独立人格，它只是代表国家的构成部分，“用以表现国家之人格”。其在地方拥有的权力，表面看

来，是体现出地方的利益，但从权力来源而言，其依权限之所为，“乃为国家目的而发动，并非机关自身目

的而发动。”c 在行政权力一元化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与铁路企业难以同时成为执行行政权力的主体，二者的

界限也没有从法理上得到厘清。

从晚清新政期间设立铁路专管理机关到铁道部成立，中央政府机构开始直接行使行政执行主体职能的

趋势愈加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僚在很多领域内介入铁路管理的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这既与政权一

体化程度不稳定有关，也是铁路产权属性界定不清的结果。从所有制角度判断，国营铁路产权归属基本与

地方政府无关，仍无法合法地阻止地方政府在铁路建筑运营中行使其权限 d。根据近代铁路管理形成的历史

和现实状况来看，铁路管理体制并非绝对集权于中央，而是存在着直接官治（由中央政府直接执行）和地

方官治（由地方官僚按照自己的权限来执行）并存的局面。从商部、邮传部到交通部、铁道部，这些中央

级铁路主管部门的权限包括铁路规划、厘定轨制、筹还借款，负责工程、购料、通运、行车等；对于铁路有

关的对外交涉、征地、征税和铁路沿线治安，铁路企业并不完全具备行政权力，不得不依仗各级地方政府 e。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仍有着以下二个方面的权力空间。其一，地方政府并没有被剥夺修

筑铁路的权力，可以自己投资筑路，也可以利用民间资本筑路，中央交通行政机关对此的管辖权是有限的，

主要集中在批准权上。近代中国铁路中枢管理机构对于铁路的管理效能，与中央与地方政治势力的消长有

密切关系。当中央权力不能统一时，地方势力视铁路为禁脔。“不独中央不能过问，即同一铁路亦往划分为

数段。即便中央名义有统一权力，但因地方实力派往往通过控制主管部门，他派不得不用纵截手段，盘据

铁路，以减不对方运输上财政上之实力。”此外，“中央政府因地位关系，不得不采取姑息政策，甚或因一时

策略运用，不惜以铁路为要好各方之诱饵。”f当中央完全控制铁路运营和管理时，各级地方政府对于铁路事

业仍“似乎视其之为一般性的行政机关，因此管理的重点在于防弊，而未将其视之为一企业，故未重视其

营业的发展”g。地方政府的干预往往成为铁路收益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二，在铁路问题上的中央专管体制边界是有限度的，无论是交通部还是铁道部在与铁路有关的税收、

土地问题上，需要与其他机关沟通协商。在近代，与铁路有关的税收并没有成为独立税种，而是纳入中央

a		沪宁沪杭两局局长李洁身：《路界以内路局有完全主任，地方机关不得侵越干涉案》，《全国交通会议专纪》，《广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2 期，

第 129—130 页。

b		刘承汉：《陆空运输法概要》，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 年，第 242 页。

c		刘承汉：《交通行政法原理》，台北：中国交通建设学会，1958 年，第 50 页。

d		权限与权利不同，权限虽亦系得为某范围行为之能力，而与权利相似，但依权限所为之行为，乃为国家目的之发动，并非机关自身目的的发动。

e		商务编译所编：《大清宣统新法令》第 18 册，1909 年，第 55—57 页。

f		陈平章：《统一铁路管理之方式及步骤》，《铁路月刊 ( 津浦线 )》1932 年第 1 期。

g		张瑞德：《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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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共同负责的征税体系之中，铁路部门并不拥有任何排他性的权力。我们可以见到晚清以来有着诸多

关于铁路材料进口或运输免税的条文，但却无明确地规定铁路运输的货物可以免税。近代逐渐形成的分税

制，反而强化了地方政府征收铁路货捐的法理基础。地方政府拥有针对货物流转征税的权力，铁道行政机

关和铁路企业就无法从法理上制止地方政府对铁路货运行为征税。民国后期，包括凌鸿勋在内的一批铁路

专家呼吁铁路管理的“公司化”和“商业化”，但是还是未能梳理出铁路企业与不同层级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

从企业产权属性和管理体制而言，如何理顺各方关系，是铁路产业顺畅发展的关键。这一问题的重要

性在近代中国常常被铁路的政治性功能所遮蔽。其中，一以贯之的理念是，铁路归中央直管，有利于打破

区域分割，利于行政统一。

清末，陈炽对此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定式化认识，此后的讨论与实践大多逃不出这种窠臼。

铁路为至急至要之图，而中国之修铁路又为至大至艰之事。向日因循坐误，迁延壅遏，以至于今，其

发端愈迟，其成功当愈速，而其纠资集本乃愈难。苟不专任重臣，广借巨款，以五年之内先将干路造成，

然后纵令四海商人开办枝路，俾南北各省消息灵通，以速戎机，以兴商利，恐工徒在室，寇敌在门，我甫

猜防，人将攘夺矣。然一旦勃然发愤，鼓舞振兴，立商部以开利源，设铁路部以主持全局，疏节阔目以任

之，细针密缕以稽之，人则参用华洋，事则兼权利弊，不挠众议，毋动浮言，则铁路即无形之甲兵，有形

之壁垒，可以固国本于苞桑磐石者也。a

由于工程庞大，线路长，涉及空间范围广，因而，在中央主持下，地方配合，“合力为之”铁路建设与

运营才是正道。“夫以中国今日时局，开办铁路、电线、邮政、航海诸务，合全力以为之，犹恐不逮，岂划

地自限反足有为乎？”b 进入民国，铁路的救国意义被淡化，其成为消除各省间隔阂的重要工具这一理念愈加

突显。

中国地大物博，各省风俗不同，往往省自为制，人自为心，政治上无灵活运动之机关，故难收统一之

效。……满蒙回藏僻处边陲，名为五族一家，实则不啻五国，风气各树，政教不通，长此隔阂，将恐大好

河山，尽送于碧眼黄 之虏，短小黑峭之怪。……惟有急修铁道，使东西南北联络，贯通合国为家，臂使指

用，统一行动，扩张国权。c

有意思的是，在民国时期关于省制讨论中，铁路也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民国时期的省制讨论中，不少人认为因为交通不便，应缩小省区范围。1933 年，伍朝枢在一份提案

中提出，“政府虽有励精图治之决心，事实决无使臂使指之效力，较之并世文明诸国，政令急于置邮，交通

多朝发夕至者，奚啻天渊？！此省区不能不缩小者。”d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之论”，“以为缩小省

区，固属目前急要之图，然往往顾虑交通问题，以为交通不便之中国，十八省区，已感到联络之困难。今

再增为七十余省，合边地计之约为百省，其困难更可想见”。e只有建立庞大铁路网之后，才可能缩小省区，

避免地方坐大。

也有人从削弱地方对铁路控制欲望和能力出发，认为只有先缩小省区，减少来自地方的阻力，方能加

速铁路建设。“数年来，军阀私斗，以平汉、津浦、北宁之规模为最大。盖交通既便，而又省区过大，适足

以为军阀扩大地盘之好资助，故北洋军阀层出不穷，循环不已。……川汉路由川路公司自行主持，三十年

来，无丝毫成绩。此省办国家干路之殷鉴也。而各省省内自办之短程汽车道。则有成效可观。故欲图交通

之便利，实应如一切行政之分工而治。与其谓交通便利而后省区乃可缩小，毋宁谓缩小省区，而后全国各

处之交通，始可有希望也。”f

作者根据已有铁路线，提出省区改制的方案，颇有意味。

a		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40 页。

b		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552 页。

c		涂因泽：《论铁道与国家之关系及建筑时之注意》，《铁道》第１卷第１期，1912 年 5 月。

d		中执会政治会议为抄交伍朝枢等在三届四中全会上所提缩小省区等案致行政院函，1933 年 6 月 22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

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338 页。

ef		杨栋林：《缩小省区问题》（1931），张文范编：《中国省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第 5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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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人，向分广州、潮州二帮，言语多相扞格，昔中山先生有云：“汕头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

里，而言语之殊异。不啻美国之与意大利”。汕头贸易繁盛，有潮汕铁路北通潮州，为中国八大商港之一，

韩江流域，粤东闽赣交错之地，实有独立成为一省之可能 a。

河淮间之徐河区域，黄河下流三四十县之地，以徐州为中心。可独立为一省。自来徐州之得失，于南

北形势关系至大，其地错入苏、皖、鲁、豫四省之间，扼津浦陇海两路之卫。余以为徐州者，北江苏之南

京也；海州者，北江苏之上海也。徐海一带欲与江南交通，须借道于安徽省。江南多操吴语，淮北善操官

话，徐海与江南，无论地文人文，盖莫不显分畛域。b

洮南为辽省西北之要地，有洮南铁道北通龙江，四洮铁道南通四平街，东则可顺洮儿河至哈尔滨，西

则可由洮索铁路自洮安至索伦，所谓适中之地，四达之冲也。洮南地方本东蒙古哲里木盟之地，附近水草

丰美，弥望千里，汉蒙杂处，垦牧交错，实一极伟大之殖民地。c

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试图以覆盖全国的铁路网构建单一制的国家权力结构。因

而，高度重视铁路在行政统一上的意义。

铁路对于政治上之使命，至为重大，盖彼乃沟通文化之媒介，调和南北之要素，行使政权之枢纽也。

凡铁路所至，即中央权力所及，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各线之于中央，如人之有手然。手之所至，皆

能取去自由，反之，则脉络不通，而全身之作用废矣。即以现势论，川汉未成，四川终非中央所有；粤汉

未成，广东仍离政府独立；湘滇未竣，云南久已自成一国。此外或依山水险阻而抗命，或恃鞭长莫及而逞

兵者，所在多有。故铁路未修，实统一之一大障碍也。d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铁路来建构集权化国家的意图与能力提升。这一时期铁路一体化与专业化经

营的推进，使得中央政府的集权能力、职能部门的专业化大大加强；铁路线的南北、东西贯通，在理论上

可以使国家一体化的程度与中央政府的行动能力不断提高。不过事实是，南京政府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的集

权能力和强大的行动能力。政治派系和省区之间的猜忌杯葛，西方势力的扩张行动，铁路线延伸也往往呈

现断裂、不连贯与局部封闭的状况，使得政治集权、地方控制与国家统一的意图难以实现。这也反证出，

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形成，集权式和一体化铁路网并非决定性因素。铁路网规划与

经营会对国家统一、中央集权与现代国家的行动能力起到怎样有力的支持，仍需要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估。

四、铁路功能转变的文化意义

现代化或现代国家的构建中，铁路无疑是一标杆。铁路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构成部分，而且铁路也成为社会演进的媒介空间，可以起社会和政治制度发展的推动器的作用，因为

“运输技术即是物质进步的基础，也是最终发生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基础”e。但是，铁路如何对以政治制

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构建产生作用，则需要一个由表及里的探究过程，要在尊重事实与历史进程的前提

下，至少应在二个层面展开。其一，多元化展现铁路的外部性，即其对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

响路径及程度。其二，铁路融入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变动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之间、国家之间、

区域之间的差异。因而，对于铁路的发展方向和作用扩散机制，需要在基本性认知之上，作出有针对性的

判断。近代中国的铁路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相关社会体系的影响，既有其自身的产业特性，也与中国特有

的政治文化传承有关，也受到铁路与工业化的契合程度的影响。

实际上，铁路深刻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的最为外在表现是时空上的转移。能够改变人类活动方式，

自然使其也成为社会转型的媒介。“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头与铁路将人类连根拔起，使之重新得以浪迹天

涯。”f 麦克卢汉对铁路的媒介性功能判断常被人引用。“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

abc		张雨峰：《缩小省区问题》（1931），张文范编：《中国省制》，第 240、240—241、241 页。

d		鲍明钤：《鲍明钤文集》，鲍丽玲、毛树章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465—466 页。

e		F.H.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66 页。

f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1500 年至今》，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5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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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

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是这

一媒介之内容）毫无关系。”a 理解这种变化的前提，是铁路交通对于时间与空间改变的内涵。法国学者列斐

伏尔曾提出的“空间的社会生产”这一概念，他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空间不

是对社会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社会本身，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具有社会属性。这是铁路媒介意义的社会性

表达，是理解铁路改变生存状态的理论构型。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提出“用时间消

灭空间”的理论主张，认为 19 世纪欧洲铁路、轮船、电报、报刊等现代交往媒介技术用快速的信息传递克

服了空间局限，对人们的传播时空和传播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b。

在前现代社会，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在场特性，时空不分离、情境化的社会状态是与传统交通条件相

匹配的。铁路出现后，无疑可以实现更大空间内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控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中

解脱出来，实现远距离的交往和社会控制 c。吉登斯反对把时间看成是社会活动的外部因素，认为“时间其

实是社会活动的构成形式”，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维度，它与社会活动本身的特定性质密切相联。一个社会在

时空中展开活动的总体能力，在吉登斯看来就是“时空伸延（time-distanciation）”水平，即社会系统在时间

与空间上的扩展程度 d。

对铁路功能的价值判断就是其空间上的意义对于现代国家的作用。与传统国家不同，现代性民族—国

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它的行政范围正好与领土边界相对应”e。现代国家基本框架的确定，决定于政府

结构的国家性程度，也说是政府机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程度，中央集权、自治以及相互间正式协作的程度。

获得国家性的首要条件是专门化组织的运作，即要诸多具有现代技术和科层管理的关系网络和权力机制，

实现更大范围或更高程度的动员资源调控能力，同时形成更为强大的跨时空的社会凝聚能力，解放时空束

缚，提高资源使用能力，铁路等现代工具以垄断社会化的形式，有助于建立专业技术程度化高、非人格化

的官僚体系。其次，是现代国家的认同问题。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塑

造民族认同的问题，国家行政及其结构与作用对于民族国家建设更为重要 f。布莱克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构成有诸多现代性要件，最为基本的是政治权威的集中化，这部分得益于发达的通讯与交通形式的应用 g。

铁路与国家现代性的互动关系，有着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只是因铁路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上差异导致两

者之间互动方式会呈现不同运行轨迹，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正是由于中国在近代并不经历西方意义上的铁路时代 h，因而，探究“时空延伸”时，要充分考虑到其限

度。受制于近代中国的铁路密度，铁路作为社会媒介，其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对经济、文化的直接辐射仍

处于初始阶段。在时间观念上，因铁路运行对时间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要求更高，但铁路旅行者所占比例并

不高，同时他们也与学校中师生一样，在特定时段中，具有明晰时间节点的遵循，严格执行时间表，在乘

车、上课等之外，精确的时间观念并不普遍存在。总体而言，时间观念转化并没有成为社会变动的重要内

容 i。相反，中国人对于空间变化更有兴趣，他们直观地惊叹铁路所造成的“盈天缩地”j。这种空间拓展的社

a		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3 页。

b		强荧、戴丽娜主编：《新闻传播学理论前沿——在媒体融合的视域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年，第 144 页。

cd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第 19—20、157 页。

e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 - 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 第 213 页。

f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76 页。

g		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第 23 页。

h		代表性的表述出于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进第二分册中的第二编“早期铁路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所谓铁路时代

的经济意义应在于，铁路应成为主导产业的主要支撑，英国的煤、铁和制造业发展与铁路密切关联。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低，发展较快

的轻纺工业难以形成直接的产业链，近代中国铁路不仅路网密度低，而且在设备、技术等对外严重依赖。这也许人们对铁路政治影响的关

注超出经济的客观背景。

i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

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史林》2005 年第 4 期。

j		李玉：《从速度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以轮船、火车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1 期；孙燕京：《急进与慢变——

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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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作用，更多的与铁路的技术特性有关。

基于技术要素之上，铁路所带来空间上转化，既是具体可见的，也体现在无形的制度层面。铁路媒介

的价值在于其有着特定指向的政治性功能，与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形成了非常显性的勾连。其源泉在于铁

路技术所蕴含的政治性。技术变化是政治制度变化的诱导性，“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统治，事实上取代了其他

的构建、维持、选择、行动和执行方式，这些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属于政治范围内的”a。社会现代化、现代民

族国家的构建意味着社会组织系统更为复杂和更为庞大，各个系统需要更加全面的联系；作为集权制文化

的延续，需要“通过控制范围的延伸，大规模系统才能在其范围内广博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相互依赖只有

在有能力保证带来成果的同时，才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系统必须依赖它不能控制的因素，

那么它就面临着持续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崩溃的前景。因此，现代高度组织化的技术具有一种扩大其领域

的趋势，以使之前的外在变量成为系统内在结构的运行部分”b。铁路在政治治理上的价值，在于它能产生出

“具有高度确定性的可操作性的新联系”c。

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段中，朝野对铁路在救国和治国的工具性认识，与其说是对技术政治的自觉认知，

倒不如说是源于对集权政治文化危机的一种担忧，即“不对大规模系统的状况进行规划和控制，就要冒一

种文化衰退的可怕风险”d。因而，铁路建设、规划和集权化的管理体制，是顺应传统的文化理念，即将新的

技术纳入确定的目标和意图之中，“大规模技术系统一开始是建立在独立的目标或意图之上的。技术为这样

那样的目的或需求报务，或者它们被用于实现一个或一组预想的目标”e。

美国的社会学家拉宾在研究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铁路演变史后认为，“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范与与传

统政治秩序之间的相似性是十分惊人的。”“政治文化塑造了国家借了实现产业组织和增长目标的手段。”f 相

比较而言，在政治文化的秩序观及铁路对统治结构的影响的认知上，近代中国与法国颇有几分类似。“法国

的政治文化将国家主权建构为政治秩序的核心，而铁路政策使国家对规划、融资、协调和竞争的控制成为

经济秩序和效率的核心。……相应地，法国铁路政策的设计是为了避免独立的私人行动者及没有思想的市

场机制对产业的控制，因而也成为法国经济理性观的一部分。”g 拉宾所强调的政治文化，是指狭义上的制度

化的秩序逻辑。这种制度演进有着独特的民族性，是历史积淀的产物。这种民族性并不完全随着政体变革

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其传承性是潜在的。铁路政策的特点不并因其具有固定成本高、资产专用性强、直

接竞争少而具有特定模式，而是既存产业政策的延伸，“产业政策更多地取向于过去的实践，而不是产业本

身的特殊经济要求”h。这与麦克卢汉关于铁路在社会转型中媒介作用的判断是不谋而合的。

对于铁路的功能性判断，不能直接基于可以触见的关联，而应从文化的深层、媒介功能的拓展性进行

更有比较意义上的探究。在此，并不存在普适的影响路径和互动模式，而是呈现出明显差异性。铁路产业

的发展特征与产业行政管理体制，均是与源于文化意义系统、传统政治秩序范式的经济理性观联系在一起

的。这自然导致铁路的辐射路径与影响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具有民族特性的一面。有人曾这样概括铁路

在美国与欧洲的差异：“欧洲各国发展了它们的铁路，而美国铁路发展了它们的国家。”i 近代中国，当权者对

于铁路的认识由恐惧排斥至将其仅仅视为对外抗争的工具，进而将其纳入行政体系之中。正如一本通俗的

铁路史专著的形象表述：“铁路不仅填饱了人们的胃口，同样也开拓了他们的眼界，铁路并非蓄意、而是意

外地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j对于统治者而言，对铁路认知的转变与深化，是客观事实促成的，是主动

接受还是被动融入，难以清晰地划分开来，但从根本上而言，都是利益、权力与铁路功能的不同契合方式

的结果，因为“多数聪明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铁路在安内和攘外两方面的军事潜力，对他们是有利的”k。

近代以来，铁路所呈现的救国至治国的功能有着各自时代背景和特定内涵，从救国到治国的功能转化，

abcde		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2、203—204、

��������204、205、205 页。

fgh		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76、

�������177、179 页。

ijk		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铁路改变世界》，第 168、162、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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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脉络却又是十分清晰的，铁路国有化与中央政治权威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匹配关系。若对此从宏观上

进行解读与探折，应充分考虑到两个最为基本的因素：一是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二是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

问题。上述两个因素本身体现着非制度性特征。近代以来，中国铁路产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国有铁

路虽是国家投资，却由地方政府实际掌控；地方铁路虽由地方出资（可能是官办，也可能是地方政府与地方

民众共同投资，也可能是地方民间投资，背后有着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有可能凭强权收归国有。产

权属性的变动不居，使得中央政府即便有着铁路产权与治权的最终所有者的角色，也难以在短期内理顺各

方关系。若要拥有对产权或治权的绝对控制力，都面对来自地方的对抗与消解。中央政府有关铁路的政策、

制度与实际运作间自然会产生程度不同的脱节和偏向，地方则通过不同路径寻求铁路管理上的权力空间和

实际利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下中央与地方动态博弈的传统，在铁路问题上也会发挥潜在的影响。二者

之间权力配置更多地是建立在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即取决中央政府的态度和控制能力，也取决于地方大员

与地方势力的结合程度以及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厘清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

系对铁路行政管理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与传统政治体制不同的是，铁路管理机制专业性和规范性更强，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沿着一条寻求相对制度化模式的道路演进和变迁。铁路行业管理机构与相关法规体系

的建立，是制度化建设的核心。最终形成怎样的制度结构，取决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显性或隐性的谈判”a

的结果，谈判的重心应是权力转移过程中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其间，既有国家现代产业政策的倾向性，

也有着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惯性。产业政策上，铁路被视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应纳入国家管制

范围之中；在历史惯性下，铁路的国有化是则传统的“车同轨”“官山海”等传统观念延续的产物。但是，

应该看到，20 世纪中叶以后，铁路优势不再突出时，政府开始将其视一般性的公共企业，“来自政府的竞争

和敌意加速了铁路的衰退”。“由于长期的垄断导致的政客和普通人对铁路一贯的敌意，它面临着进一步前

进的障碍”。b 铁路媒介性特征及其功能拓展，也只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历史现象；与其说我们在研究铁

路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是研究技术与政治的关联性及潜在的制约因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运营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3BZS05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a		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 - 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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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alvation to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Railway Functions Under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MA Linghe
Abstract: No matter at home and abroad, railway is endowed with extensive functional value in concept 
and practice.The railway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at the economic level, the 
experimental field of moder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reform at the political level, and which is 
also the mos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modern ideas at the cultural level.In modern China,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railway is changing due to the time shift.That is, the railway i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not salvation but the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process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new 
political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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